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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 ２０ 年来，转基因植物的商业化应用规模越来越大，而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依然是转基因植物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

制约因素。 转基因植物在商业化应用之前虽然预先进行了风险评估，但是，包括环境监测在内的风险管理措施是确保转基因植

物安全应用的必要手段。 在转基因作物大规模应用近 ２０ 年之后，其在靶标生物抗性、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基因漂移、在生态

系统中的长期存留等方面产生的环境风险已经渐渐显现出来，表明风险评估无法为转基因植物应用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还必

须通过开展系统而长期的环境监测，明确转基因植物在生产应用后的实际环境影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欧盟等已经制定了

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的法规和技术指南，一些国家实施了系统的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 本文对转基因植物所产生的环境风险

以及环境监测应包括的内容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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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作物的全球商业化种植面积从 １９９６ 年的 １７０ 万公顷迅速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７５ 亿公顷，产生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１］。 中国的转基因作物研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转基因棉花、杨树、甜椒、番木瓜等已经进行多

年的商业化环境释放，而且转基因抗虫水稻、转植酸酶基因玉米等作物也具备了商业化生产的技术能力。 但

是，自从转基因技术诞生之日起，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一直伴随着转基因技术的每个发展阶段，成为转基

因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制约因素。 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主要包括食品安全、环境安全以及对社会经济、伦
理、法律（如知识产权）的影响。 为了解决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
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以及美国、欧盟、中国、日本等国家都颁布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要求转

基因生物的研发必须预先进行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性的评价，通过了安全性评价后虽可进行商业化生产和应

用，还需要在生产和应用过程中采取包括环境监测在内的安全管理措施。

１　 转基因生物环境监测的必要性

转基因生物在获准商业化应用之前虽然已经根据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的要求进行了环境风险评估，但
是，这并不表明这些转基因生物就是没有环境风险和绝对安全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风险评估的结果一般都会指出转基因植物可能存在一定风险，但是，只要这些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在采取必要的风险管理措施之后，其风险程度可以接受，转基因植物仍然有可能获准进行生产和应用。

其次，风险评估一般是在人工的可控条件下开展的，评估的内容、规模和时间都比较有限，其结果只能提

供最基本的安全信息，并不能代表转基因植物在多环境因子交互影响的复杂自然条件下长时间、大规模种植

后产生的实际影响，如可控条件下的靶标生物抗性风险评价结果无法反映真实大田条件下多种作物、众多环

境因子和生物因子相互作用时靶标害虫抗性的实际发生和发展情况［２］。
第三，如同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ＤＤＴ）的环境危害是在其大规模应用 ４０ 多年后才显现并为人类所认识

，转基因生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型生物，其应用至今仅仅不足 ２０ 年，人类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

本质尚没有足够的认识，无法排除长期、大规模应用转基因生物之后会出现人类目前所无法预知风险的可

能性。
第四，目前的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仅仅是针对某个具有特定性状的转基因生物，但是，随着转基因技术的

快速发展，具有越来越多新性状的不同种类转基因生物可能同时在某环境中出现并相互影响，这些转基因生

物在环境中相互影响及其后的环境行为也是目前的安全性评估所没有的内容。
因此，为了既不因为安全性问题而影响、阻碍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又为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安全

保障，在风险评估之后采取包括环境监测在内的环境安全管理措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是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域的国际法，其第 １５ 条（风险评估）和第 １６ 条（风
险管理）的条款均含有通过环境监测来管理和控制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规定，为缔约国制定本国转基因生

物监测管理法规提供了依据［３］。 欧盟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中就转基因生物环境监测明

确规定：转基因生物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申请商业化生产、应用时，其申报书中必须包括监测（包括环境监

测）计划；转基因生物或者其产品商业化生产之后，申请人应确保遵照批准书的要求开展转基因生物的监测

（包括环境影响的监测），并定期提交监测报告［４⁃５］。 国际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巴斯夫分别在欧盟范围内种

植了其研发的转基因玉米和马铃薯，都按照该法规的要求提交了这 ２ 种转基因作物的年度监测报告［６］。 我国

２００２ 年颁布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中也包括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和监测的

规定。

２　 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的案例

在大豆、玉米、棉花等转基因作物进行了近 ２０ 年的商业化种植之后，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显著的。 但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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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作为一种预防性管理措施，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风险评估无法反映其生产应用之后产

生的实际环境影响，一些当初风险评估过程中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风险或者很小的风险，已经通过后续的环

境监测被发现成为现实。 下面简要综述公开报道中已经确认的转基因植物所产生的环境风险。
２．１　 靶标生物对抗虫转基因作物和除草剂产生抗性

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占目前全球转基因作物总种植面积的比例超过 ９５％，靶标生物的

抗性对其可持续应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转 Ｂｔ 基因抗虫棉在经过多年的商业种植之后，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多

年监测结果表明，已经在大田水平上出现了某些靶标害虫 （如棉铃虫 Ｈｅｌｉｃｏｖｅｒｐａ ａｒｍｉｇｅｒａ 和红铃虫

Ｐｅｃｔｉｎｏｐｈｏｒａ ｇｏｓｓｙｐｉｅｌｌａ）对 Ｃｒｙ１Ａｃ 蛋白的抗性显著上升［７⁃８］。 印度棉田也出现了抗 Ｃｒｙ１Ａｃ 蛋白的红铃虫抗

性种群［９⁃１０］。 在美国的波多黎各，转 Ｃｒｙ１Ｆ 基因玉米种植了 ３ 年之后，草地贪夜蛾（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ｆｒｕｇｉｐｅｒｄａ）就对

其产生了明显的抗性，导致该转基因玉米于 ２０１１ 年撤出当地市场［１１］；转 Ｃｒｙ３Ｂｂ 基因玉米在经过 ７ 年大规模

种植后，其鞘翅目靶标害虫玉米根萤叶甲（Ｄｉａｂｒｏｔｉｃａ ｖｉｒｇｉｆｅｒａ ｖｉｒｇｉｆｅｒａ）已经在大田水平上产生了显著抗性，造
成玉米产量显著下降［１２⁃１３］。 转 Ｃｒｙ１Ａｂ 基因玉米在南非连续 ８ 年种植已经导致靶标害虫玉米茎蛀褐夜蛾

（Ｂｕｓｓｅｏｌａ ｆｕｓｃａ）对其产生了显著的抗性，使得该转 Ｃｒｙ１Ａｂ 基因玉米无法在南非继续种植［１４⁃１５］；转 Ｃｒｙ１Ｆ 基因

玉米 ＴＣ１５０７ 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在巴西种植，但是 ２０１１ 年就在部分种植区出现了显著抗性的草地贪夜蛾种

群［１６］。 最新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大部分害虫种群依然对转 Ｂｔ 基因作物保持很高的敏感性，但是 ５ 大洲的 １３
种主要靶标害虫中已经有 ５ 种靶标害虫出现大田抗性种群，而 ２００５ 年只有一种大田靶标害虫抗性种群，表明

靶标害虫的抗性一直在随着抗虫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种植时间的延长而稳定地发展［１７］。
转 ＥＰＳＰＳ 基因抗除草剂作物是世界范围内种植面积最大的转基因作物。 ２００２ 年，《Ｎａｔｕｒ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曾经断言：杂草几乎不可能对草甘膦除草剂产生抗性，转基因抗草甘膦除草剂大豆的种植

没有增加草甘膦的用量，反而降低了草甘膦的用量［１８］。 但是，随着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应用，促进

了杂草对草甘膦的抗性快速进化，如今已经在多个国家出现了 ２４ 种抗草甘膦的杂草，其中长芒苋

（Ａｍａｒａｎｔｈｕｓ ｐａｌｍｅｒｉ）已经成为美国转基因大豆田中的恶性杂草，农民不得不增加施用除草剂的剂量和频率，
甚至使用其他毒性更大的除草剂，导致化学除草剂用量近年来显著上升；１９９６—２０１１ 年间，杂草抗性的快速

进化已经导致美国抗除草剂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的除草剂用量增加了 ２３．９ 万吨［１９⁃２０］。
２．２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我国转基因抗虫棉多年种植之后，一方面较好地控制了棉铃虫的种群数量，降低化学杀虫剂用量也间接

保护了棉田的捕食性天敌［２１］，但是也对棉田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和功能造成了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蚜虫、棉
盲蝽等原来农田的次要非靶标害虫近年来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棉田的主要害虫，同样需要施用大量的化学农药

才能有效控制，而且转基因抗虫棉的枯萎病、黄萎病发病率显著高于常规棉，棉铃虫的寄生性天敌数量也显著

下降［２２⁃２４］。 在美国，关于抗虫转 ＣｒｙｌＡｂ 基因玉米对于君主斑蝶（Ｄａｎａｕｓｐ ｌｅｘｉｐｐｕｓ）幼虫的生长发育具有显著

不利影响的结果于 １９９９ 年发表之后［２５］，美国农业部、环境保护局 ２０００ 年组织了一些科学家在美国三个州和

加拿大的农田生态系统开展了转 ＣｒｙｌＡｂ 基因抗虫玉米对君主斑蝶实际影响的监测和调查，结果表明抗虫玉

米花粉对君主斑蝶种群的生存并不构成实际威胁［２６］。 但是，过去十年在墨西哥越冬的君主斑蝶种群数量显

著下降与美国大规模种植抗除草剂作物直接相关，因为除草剂的大规模使用杀灭了常见的农田杂草马利筋

（Ａｓｃｌｅｐｉａ ｓｃｕｒａｓｓａｖｉｃａ），而后者是君主斑蝶的最主要寄主植物［２７］。
２．３　 基因漂移造成外源基因在作物和野生植物基因库的扩散

基因漂移（ｇｅｎｅ ｆｌｏｗ）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现象，一旦转基因植物大规模种植，其外源基因

将不可避免地向其周围环境中能够与之杂交的作物和野生种中扩散。 例如，加拿大在多年种植对单一除草剂

具有抗性的转基因油菜之后，农田已经出现能够同时抗 ３ 种除草剂的转基因油菜，这是不同转基因油菜之间

基因漂移所造成的，这种油菜只能用 ２，４⁃Ｄ 等毒性更大的除草剂才能杀灭［２８］。 浙江大学陈学新教授课题组

３　 ９ 期 　 　 　 刘标　 等：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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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水稻扬花期有多达 ５１０ 余种昆虫访问水稻的花，其中意大利蜜蜂能将水稻花粉携带至

距离花粉源至少 ５００ 米以外的地方，而且 ８１％的花粉仍具有活性，这比之前人们认识到的风传水稻花粉的距

离要远得多［２９］。 如果转基因水稻在我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其外源基因将不可避免地进入野生稻、稗草

等水稻近缘种的基因库。
２．４　 转基因植物从农田生态系统逃逸到自然生态系统并在环境中长期存留

抗除草剂转基因油菜种子可以在土壤种子库中存在至少 １０ 年，而且其中 ４０％的自生苗仍然具有抗除草

剂活性［３０］。 在美国和加拿大，长期种植抗除草剂油菜也导致公路、农场附近的自然生态系统中被发现大量生

长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油菜，而且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小麦也在试验之后 １１ 年被发现大规模生长在另外一块野

地里［３１⁃３４］。
可见，在转基因作物进行了近 ２０ 年的大规模应用之后，其产生的环境效益以及某些环境风险已经渐渐显

现出来，并且还将随着转基因作物种植规模的扩大和种植时间的延长而发展和变化，对其实际环境影响进行

系统而长期的跟踪调查和监测是十分必要的。

３　 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技术指南

在国内外已经开展的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的基础上，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已经着手制定转基因植物环境

监测技术指南。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 ２ 个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方面的技术指南。 为了促进缔约国按照《议定

书》的要求实施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ＵＮＥＰ 组织各缔约国共同制定了“关于改性活生物体风险评估的指导意

见” ［３５］，其中包括“释放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监测”技术指南，已经成为缔约国开展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

的技术依据；此外，欧洲食品安全局（ＥＦＳＡ）也发布并实施了“商业化生产后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ＰＭＥＭ）指
南” ［３６］。 虽然这 ２ 个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技术指南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在监测的目标和范围、目的、监测计划

的制定等主要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
３．１　 监测的目标

首先，明确转基因生物在长时间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之后的实际环境影响；其次，调查转基因生物是否产生

了非预期的环境影响；第三，验证各种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３．２　 监测的类型

根据转基因植物环境风险的性质和特点，可将其环境监测分为 ２ 个类型，即个案监测（Ｃａｓ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ＳＭ）和通用监测（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ＧＳ）。
３．２．１　 个案监测

个案监测是指对风险评估过程中能够预知和确认的风险以及显著而重要的不确定性进行监测，主要包括

转基因作物的基因漂移及其生态后果，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入侵性，对非靶标生物的影响，外源基因及其表达的

蛋白质在环境中的残留，靶标生物对抗虫、抗除草剂转基因植物产生抗性等，以明确风险评估过程中关于转基

因生物环境风险的评价结果是不是正确的。 只有当具备足够的科学假说证明某个环境风险可能存在，而且在

风险评估阶段无法得到这些重要数据，必需通过环境监测才能得到这些数据，才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案环

境监测。 因此，个案监测并不是强制性的，而只是用于验证风险评估过程中发现的某些可能不利影响或者显

著而重要的不确定性风险。
３．２．２　 通用监测

通用监测是指对风险评估过程中未预料到的环境影响进行监测，主要包括转基因植物产生的间接环境影

响，或者随着时间的延长和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延迟的和累积后发生的环境影响。 通用监测一般不需要采用

直接的实验方法来实现，可以使用并对现存的监测系统（如环境调查和监测系统、常规的农业调查系统、植物

保护系统、品种 ／种子登记系统、土壤调查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造，结合生态监测和环境监测的有关方法，调查

和记录所发生的任何在常规作物上没有发生过的不正常效应。 根据 ＥＦＳＡ 发布实施的“商业化生产后转基因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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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环境监测指南”的要求，孟山都公司采用农民问卷调查表的方式来实施转基因玉米的通用监测，其主要

内容是为了调查农民发现的转基因玉米可能对人体、动物健康和环境产生的非预期不利影响。 通用监测需要

解决 ３ 个问题：是否出现了非预期的影响；非预期的影响是否有害；由于开放的大田条件下很多因素可能影响

到监测结果，应弄清有害的非预期影响是否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有关系。
３．３　 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主要包括监测指标和参数的选择、监测的方法或基准、监测的频率和持续期、监测位置和区域

等，是实施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时需要首先明确的内容。 但是，由于不同的外源基因、植物种类以及环境会产

生不同的环境风险，而且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现有的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技

术指南还只能对这些内容给出原则性的规定。 例如，关于监测的持续时间，考虑到长期的环境释放更易于产

生累积的环境效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为了检测出转基因植物的即刻影响（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和延迟影响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监测的时间应该足够长。 监测的持续时间取决于：风险评估过程中发现转基因植物潜在风

险的大小；初步监测是否发现不利影响；转基因植物是多年生还是一年生，以及生存期（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增代

时间（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种子库生存期（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ｅｅｄ ｂａｎｋｓ）等。 但是，如果连续 ３ 年没有监测到不利影响，则
可以停止监测。 如果监测到不利影响，就应一直监测到确认了不利影响，而且弄清楚该不利影响与转基因植

物之间的关系，并制定出对策和控制措施来有效减缓该不利影响为止。

４　 展望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是解决包括转基因生物在内的所有新技术、新产品安全性的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的手段。 新的药物和化学品在获准进行生产应用之前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安全性测试，但是，这些安全性测

试只能为新的药物和化学品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信息，并不能证明其生产应用后的安全性，还需要在后续的生

产应用过程进行安全性监测；一旦在后续的生产应用过程中发现了显著的不利影响，有些药物和化学品的生

产应用证书会被撤销。 在转基因生物发展和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上，一方面转基因技术还在快速发展，转基

因生物的应用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虽然转基因生物在生产应用之前都按照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

的规定开展了食用和环境安全性评价，而且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和部分专家也力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但是，
人们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争论和疑虑依然存在，这与转基因生物风险评估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有很大关系，
更与没有在生产应用过程中通过后续监测提供充分的安全信息有必然的联系。 虽然国内外已经开展了一些

转基因植物环境影响的监测并发现了转基因作物近 ２０ 年的生产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环境安全问题，但是，
现有的监测是建立在某些科学家的兴趣基础上的自发行为，因而是零散的和不连续的，迫切需要在政府主管

部门有意识地组织和计划下，开展系统而全面的长期环境监测，明确转基因植物生产应用后的实际环境影响，
及时和尽早地检测到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确保转基因产业的持续和健

康发展。 例如，欧盟已经立项资助了“转基因植物对农业生态系统影响的评估和监测”项目（ＡＭＩＧＡ），组织了

一批科学家在欧盟的 ５ 个地区开展转基因玉米和马铃薯的长期环境监测［３７］。
随着转基因植物应用规模的扩大和时间的延长，转基因植物及外源基因今后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于农

田生态系统，并通过基因漂移、种子扩散等途径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其在农田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长期进化以

及通过与生态系统内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的互作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也将逐渐成为转基因植物环境监测的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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